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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立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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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立法改善
[bookmark: _Toc106374109][bookmark: _Hlk105945000]——以与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有效衔接为视角
史全增[footnoteRef:1]* [1: 史全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bookmark: _Hlk18106032]内容摘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都具有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功能，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利益取向冲突、功能导向抵牾和权力惯性相异等衔接困境，导致《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法规范存在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民警执法权威、执法过错问责条款比重过大、内设机构承担角色冲突的职能等问题，使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修改，需要从整体观的视角改善规范设计，特别是固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调减立法中的越位条款和配置法治资源支持制度。
[bookmark: _Hlk18106044]关键词：民警执法权威   执法过错问责   本位功能  立法衔接

[bookmark: _Toc106374110][bookmark: _Hlk105788165]引 言
[bookmark: _Hlk105081093]警察执法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非追求警察的私人利益。但是，在警察执法实务中，既有民警执法权威遭到侵犯，需要公安机关予以维护的情形；也有警察执法存在过错，需要对之施以责任追究（下文简称“问责”）的情形。为了实现公安机关自我监督的目的，公安部于1999年发布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后经2016年修订，下文简称《执法过错问责规定》）；而为了实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目的，公安部于2018年发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下文简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这两部规章看似各执一端，但在规范设定上却有较强的交叉融合，特别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有较大篇幅涉及执法过错问责的内容。在两部规章的实施中也存在制度的实效性不足问题，如偏离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立法目的、过度问责或问责不作为等。如何实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民警执法过错问责之间的有效衔接，必然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修改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本文基于前述认知，以《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修改为重点，探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法理构造，梳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困境，分析《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存在的立法问题，并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立法改善及其与《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有效衔接提出一些建议。
[bookmark: _Toc106374111]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法理构造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之间的衔接，是具有内在法理构造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有助于为两者的良好衔接提供支撑的视角。
[bookmark: _Toc106374112]（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法治含义
[bookmark: _Hlk105440677]法律是由法律概念构成的，法律概念“既提供给人类以理解的方便，也提供给人类以误解和偏见的可能”，[footnoteRef:2]因此，对“民警执法权威”法治含义的科学界定，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权威”，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footnoteRef:3]其中，“信服”是指基于相信、信任而服从，其本身蕴含着对警察执法法治化水平的较高期望，并特别强调公众与警察之间的互动，也即警察给予公众去相信或信任的根据，公众则基于警察的表现给予相信、信任而服从。“力量”，包括力气、能力、作用和效力等，更为侧重外在的强制力，强调有能力对秩序破坏者施以有效压制，以恢复公众对法治秩序的信心；而威望则是指声誉和名望，更为侧重内在的获取信任的能力，强调民警因其执法享有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声誉而得到公众的尊重。因此，民警执法权威，是指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基于警察执法所具有的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声誉，警察的到场及其依法发出的命令或决定等得到执法对象的自觉服从，并能够对不服从者施以有效的压制。 [2:  谢晖著：《制度修辞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辞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76页。] 

承上所述，执法对象对警察的服从有两种情况：一是执法对象因为相信警察能够依法行政而对警察的信服。警察获得的这种源自信任的服从，基于现实中的警察是符合法规范要求的“理想警察”的假设，即假定警察是拥有获得信任和服从的能力的，而并非仅源于警察拥有的可以压制执法对象的力量或手段。二是执法对象因为惧怕被惩罚而对警察的服从，这是基于警察强制能够造成侵益后果的威慑效应。前述两种服从是显著不同的，前者是执法对象的外部视角和民警法治素养的内部视角的交融，且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公民对民警执法权威的认知处于变动之中；而后者则直接来源于公民对警察强制作用的一贯认知，其与执法警察本身的执法水平关联度不大。法治视角下，第一种服从应当处于主导地位，不仅是基于对警察执法的适法性期待，更是基于公权力的行使“靠着内在的公正而责成人自动奉行其规范的道德义务”，[footnoteRef:4]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同意或遵从；第二种服从应被视为第一种服从的必要辅助，应当处于备而不常用的状态，其目标是证明法律的存在，而非依靠制裁来证明权力的存在。 [4:  [英]丹尼斯·罗伊德著：《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bookmark: _Toc106374113]（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关系
[bookmark: _Hlk105440765]警察的执法权威是由其执法行为来形塑的。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构成组织的要素是职务，而不是担当这些职务的员工”，[footnoteRef:5]为了完成组织任务，对于担任某一“职务”的人员需要提出一定的胜任要求，从而构成应然意义上的理想人员。基于理想警察的假设，警察的执法行为在应然意义上需要符合法规范的要求；基于警察执法的实务，在实然意义上形塑了公众对民警执法权威的整体认知。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属于国家对警察的公法上的保护义务，“此义务与官吏之服务义务相对立而存在”，[footnoteRef:6]有助于“保障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维护国家法律尊严”，[footnoteRef:7]从而实现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目的。也即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可以作为确保行政实效性的重要手段，以维护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footnoteRef:8]进而维护国家法律尊严。 [5:  [日]西尾胜著：《行政学（新版）》，毛桂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6:  李秀清、陈颐主编：《朝阳法科讲义》（第3卷），赵晶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7:  参见《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条。]  [8:  参见聂福茂、余凌云主编：《警察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但是，“活生生的人并不是引擎的零配件，并不会如设计者所想象的那样行动”，[footnoteRef:9]若警察存在执法过错，不仅容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削弱其自身的执法权威，降低公众对其的信服感，进而一点点侵蚀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因此，“公务员违反了法律上的义务时，必须追究其责任，以确保公务的公正性”。[footnoteRef:10]无论是特别权力关系还是法治公安建设的视角，公安机关都有动力对存在执法过错的警察施加惩戒，以警示警察减少违反法律上义务的行为，从而整备形成良好的“人的手段”。执法过错问责作为一种警察内部监督方式，是“警察主体通过自身的力量和制度对警察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的监督”。[footnoteRef:11]执法过错问责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从公安机关内部发现并处理警察实施的违反法律上义务的行为，进而维护和恢复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且基于问责的巨大威慑作用，警察也有动力通过改善自身执法行为而避免被问责。此外，执法过错问责制度也蕴含着为不存在执法过错的警察的正名功能，从而有助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进而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 [9:  [日]西尾胜著：《行政学（新版）》，毛桂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0:  [日]盐野宏著：《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1:  师维、高文英主编：《警察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bookmark: _Hlk105440809]由此，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都具有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功能，两种路径由此可以勾连起来，最终实现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在外部视角下，民警执法权威是依附且服务于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通过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提升公众对警察执法的信服感，从而直接实现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目的。在内部视角下，“只有具有意识和意志的自然人（行政公务人员）才真正是法律作用的对象，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根据法律规范来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footnoteRef:12]通过对存在执法过错情形的警察的问责，使公安机关的内部管理秩序得以恢复，生成养护良法善治的基础生态，提升警察执法的法治化水平，从而间接实现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目的。 [12:  杨解君主编：《行政责任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bookmark: _Toc106374114]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现实困境
虽然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在目的上具有极强的同一性，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系列现实的衔接困境，需要予以正视。
[bookmark: _Toc106374115]（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利益取向冲突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都具有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效应，且问责更有助于公安机关内部秩序的迅速恢复，“官吏当违反服务义务之际，国家以使用主之资格，本于其特别之权力，欲使其违反之不至继续于将来，或排除之于官吏关系之外，得以行使处罚之权”。[footnoteRef:13]但是，鉴于问责对内部问题的暴露，依然会有短期内“削弱”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现实风险，也即公安机关在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主动问责之间是存在利益取向冲突的，而相较于实施执法过错问责，采取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策略，可能更有助于在个案中“规避”这种风险的发生。 [13:  李秀清、陈颐主编：《朝阳法科讲义》（第3卷），赵晶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在公安机关、警察与行政相对人的三者关系中，公安机关与其警察的联系是更为密切的。“在外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公务员代表行政机关，以所在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国家行政权，其行为的结果归属于相应行政机关”，[footnoteRef:14]由此，民警与其所属公安机关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各级公安机关的行政首长与公安机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是所在单位执法监督的责任人，负责对本单位的警察执法活动实施监督，[footnoteRef:15]对执法警察的问责，也可能会导致其所属单位相关领导的被问责。如根据《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发生执法过错案件，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公安机关领导责任”。此外，问责活动一般也是由公安机关的其他警察实施，在同一个组织内，执纪警察与被问责警察会有或多或少的业务关联，或可能是一种熟人关系。即使是涉及执法过错的信访事项处理，也可能导致执法警察之外的有关人员被问责。[footnoteRef:16]由此，问责风险有可能使行政系统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将本来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予以“合法化”阐释，以逃避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的承担，进而影响其后的公安执法活动。因此，在有争议的案件中，有些公安机关的主管人员可能会回避主动问责，而是以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方式，来减少那些“削弱”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风险。 [14: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15:  参见聂福茂、余凌云主编：《警察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16: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复查意见，被复查、复核机关撤销或者纠正的，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视情予以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106374116][bookmark: _Hlk105251938][bookmark: _Hlk105680757]（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功能导向抵牾
警察执法具有极强的裁量特性，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法所难以统制的空间，而对这种裁量空间的承认或保护，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对于因为非主观过错、外在客观原因等造成的工作失误或损失，立法和实务也是倾向于回避问责的。如根据《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受主观认知、客观条件、外来因素影响造成一定损失和负面影响的行为或者出现的失误，以及民警非因故意违法违规履职，及时发现并主动纠正错误，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后果与影响的”情形，要求从轻、减轻或免于追究民警的责任，以保护警察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发掘警察行政的更好面向未来的功能。
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功能导向不同，问责更趋向于为警察执法设定较为明确的界限，如根据《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第1条第1款的规定，执法过错是指，“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违法处理决定等执法错误”，且该规定设置了“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对执法过错责任人的处理”“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程序”等章内容，对执法过错责任及其问责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是否予以问责依托于公安机关或其有权部门的裁量取向，问责程序实际启动后，执法警察一般难以免除被问责，且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问责乃至仅是诫勉谈话，都会对执法警察的利益造成较大影响。[footnoteRef:17]但是，“只有有权实施行政管理的组织和个人才应该对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footnoteRef:18]过于积极的问责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这种体制里的行政官员将不得不在弥散着不信任的气氛下工作，这使得行政人员士气低落，而我们又不得不依靠这群人来完成公共项目”，[footnoteRef:19]“对种种制约的担心超出对工作任务的担心，这意味着他们更在意过程而不是结果”，[footnoteRef:20]更为注重过去，而非开创未来。“尽管在所有人类法律体系中，制裁以及行使强制性力量以强制执行制裁具有母庸质疑的重要性，但是制裁导向的说明法律之规范性的尝试却是走进了死胡同”。[footnoteRef:21]由此，问责风险可能会阻碍公安机关及其警察对执法权威的有效改善。如为了改善执法能力，需要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情况予以梳理，挖掘其存在的不合法不合理等问题，由此需要民警积极实施自我批评。但是，这种自我批评也会给民警带来风险，如若承认了程序上的瑕疵、法律适用的不当等，很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footnoteRef:22]因此，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必然存在一定的功能导向抵牾，需要予以正视并通过制度的调整予以改善。 [17: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18条规定：“对执法过错责任人的处理情况分别记入人事档案、执法档案，作为考核、定级、晋职、晋升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18:  姚锐敏、易凤兰著：《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9:  [美]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著：《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第2版）》，陈振明、朱芳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20:  [美]詹姆斯·Q·威尔逊著：《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孙艳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3页。]  [21:  [英]约瑟夫·拉兹著：《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22:  参见欧元军、何剑：《论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定位》，《公安学研究》2019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06374117]（三）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权力惯性相异
“担当行政事务的行政官、行政人员受到来自多元化了的机关和团体的监督和期待，但是这些监督和期待相互矛盾对立的情况却时常发生”。[footnoteRef:23]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是一种主要面向外部的一般权力，而执法过错问责则是一种主要面向内部的特别权力。但是，基于各方利益取向的不同和力量的不均衡，这两种权力运行具有不同的扩张惯性。 [23:  [日]西尾胜著：《行政学（新版）》，毛桂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一般是通过对执法对象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实现的。公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权力的扩张性则是权力的行使往往靠强大的公权力主体为后盾”，[footnoteRef:24]在面对作为一方行政法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时，行政机关不仅拥有强大的多样化的行政工具，如制定限缩公民权利的行政立法或行政政策，作出侵益性的行政行为等；也享有极大的裁量空间，如在实施行政处罚或警察强制时，拥有决定裁量和措施裁量的权力。而行政相对人作为受力对象，在事实上缺乏有效的对抗工具。在一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所拥有的资源显著不均衡，公安机关若采取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立场，不仅享有较大的立法和政策解释空间，也更容易获得公权力系统的惯性支持。而公安机关对民警的问责，则属于一种内部的警示机制。行政自我监督的实现更倚重于公权力主体的自觉和自律，[footnoteRef:25]这种自觉和自律更多是一种伦理上的要求，在法上一般缺乏明确的详尽的规定。且根据现实的观察，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实效性欠缺，公众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如因行政复议的纠错率低，被质疑为“维持会”“官官相护”，[footnoteRef:26]由此难以提供实施问责的有效抓手。若行政机关基于队伍的稳定性、家丑不外扬或单位负责人害怕承担领导责任等因素而怠于启动执法过错问责程序时，除非有高阶权力或外部舆论的介入时，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考量，天然具有回避问责的倾向。 [24:  郑传坤、青维富著：《行政执法责任制理论与实践及对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5:  参见郑传坤、青维富著：《行政执法责任制理论与实践及对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6:  参见曹鎏：《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行政复议：功能反思及路径优化》，《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 

“最初阶段的正义，就是在力量大致均等者中间通行的善的意志，他们相互容忍，通过协调又相互‘理解’；而在涉及弱者时，他们之间则会在强迫弱者方面达到协调”。[footnoteRef:27]人际关系理论者主张，“所有组织都拥有追求组织目标的功能（称为对外均衡），以及确保组织成员发自内心合作的功能（称为对内均衡）”，但组织的管理者常常趋向于关注对外均衡问题，[footnoteRef:28]由此，基于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的法律定位，选择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立场可能更符合公权力行使的扩张惯性，并可以依法建构起多样化的有效推进路径；而若过度寄希望于自觉自律的执法过错问责，则模糊的立法表述难以为此提供明确的支持，且基于问责政策的不稳定性，更容易遭到忽视或排斥。 [27:  [德]尼采著：《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8:  参见[日]西尾胜著：《行政学（新版）》，毛桂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bookmark: _Toc106374118]三、《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规范问题分析
[bookmark: _Hlk105440930]基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困境，《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规范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一本位功能，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bookmark: _Toc106374119][bookmark: _Hlk105440963]（一）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民警执法权威
法律的理性，“在工具视角体现为法律是一套严谨的逻辑规范体系”，[footnoteRef:29]而立法名称作为一种规范性命题，确定了一部立法的基本调整范围。应然意义上，任何一部立法都应当围绕其名称开展规范设计，并聚焦于立法名称所表征的本位功能，为该功能的实现配置相关的制度、机制。如果立法名称和立法内容是不一致的，就会被理解为彼此不相容的命题。[footnoteRef:30]顾名思义，《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这一立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为公安机关有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提供制度机制保障，而其他功能则应处于辅助、次要地位，不得喧宾夺主。 [29:  谢晖著：《制度修辞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30: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著：《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然而，“在进行价值判断与义务判断时要提出一种可证立的宣称，并不等于说这一宣称同时就是可以兑现的”。[footnoteRef:31]在宏观视角下，《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规范设计，明显存在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民警执法权威的现象。《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条所设定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民警执法权威”，其中，在“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民警执法权威”的表述上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律”的优位感和“民警执法权威”的附属感，从而可能淡化了该规章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一应然的本位功能，进而导致其在规范设计上产生偏差。虽然“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两者之间本身并无冲突，但为了实现“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目标，“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只是其中的一种路径，这种将“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直接置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之前的做法，可能会影响立法者和适用者的判断，并直接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民警执法权威”，进而偏离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立法初衷。且根据该规定第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树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提升执法公信力和执法权威”，这种将公安机关列于优位的立法表述，是直接服务于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也容易淡化该规定的应然本位功能。在微观视角下，《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也存在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民警执法权威的情形。如该规定第8条明确列举了警察受到侵犯的九类情形，但其中有多项是公安机关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实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情形。如根据该条第2项的规定，对于警察“被车辆冲撞、碾轧、拖拽、剐蹭的”情形，公安机关应当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但是，当出现这类情形时，警察大多已经无法完成执法任务且执法权威已经遭到侵犯，公安机关只能通过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以实现维护公安执法权威的目的。 [31: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著：《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bookmark: _Hlk105771343]由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在规范设计上更为偏重于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且未区分警察当场以强制手段维护自身执法权威的情形和警察无法（或无法当场）维护自身执法权威的情形，导致该规定在立法内容上偏离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一主题，并更容易滑入执法过错问责、维护民警私权[footnoteRef:32]等本应当由其他规范调整的领域。 [32:  参见《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3条、第8条第8项、第9条第2款、第10条、第22～24条等。] 

[bookmark: _Toc106374120][bookmark: _Hlk105440989]（二）执法过错问责条款所占比重过大
[bookmark: _Hlk102923083][bookmark: _Hlk106372029][bookmark: _Hlk105701733][bookmark: _Hlk105059259]部门规章在立法时应当注重与其他规章的协调、衔接，[footnoteRef:33]并致力于实现其本位功能。《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本应聚焦于如何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并始终围绕这一功能进行规范设计，但该规定中的执法过错问责条款所占篇幅过大，乃至冲淡了其本位功能。该规定共有33条，其中，第15～19条以及第22～23条等是直接设定执法过错问责的条款，且第8条第9项等的规定也主要调整执法过错问责事项，从总体上占用了该规定约20%的条文数量比重。在已有《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情况下，其他公安部门规章中调整执法过错问责的条款，本应当由该规定予以吸纳。而现行《执法过错问责规定》共有30条，《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的问责条款数量几乎为前者条文数量的23%，这种立法方式呈现出鲜明的叠床架屋色彩，并导致了条文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例如，《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6条第2款规定的“从轻、减轻或免于追究民警的责任”情形，可以视为《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第20条、第21条主要内容的另一种表述，这本来只需要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设定条文适用指引即可，而无须再行予以全面体现。 [33:  参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9条第3项。]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过于关注执法过错问责，不仅导致两部规章在适用中可能产生规范选择的困惑或冲突，更是在该规定中出现了比《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问责事项设定更为详尽的情形。例如，《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8条规定了民警“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辞退有异议并提出申诉的”处理，以及第22条规定的“民警因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公安机关内部不公正处分、处理，经核查属实的，警务督察部门应当督促相关部门限期纠正”。规制执法过错问责事项的条款，本应存在于《执法过错问责规定》之中，若将这些事项大量越位体现于其他立法，必然是该规定存在立法的不完善或规制缺位。
[bookmark: _Toc106374121][bookmark: _Hlk105441030]（三）公安机关内设机构承担角色冲突的职能
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出发，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是有其本位职能的，在长期的工作中，基于其本位职能，会形成具有明显倾向的部门思维定势。且根据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制约的要求，当其内设机构遇到角色冲突的情形时，任务安排上应当遵循回避的原则。[footnoteRef:34]但是，基于现行相关立法的规定，在同一起案件中，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职能的内设机构与履行执法过错问责职能的内设机构，在运行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进而致其在同一事项中产生角色的冲突。 [34:  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24条规定：“听证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组织实施。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其非本案调查人员组织听证。”] 

[bookmark: _Hlk105060457]根据《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4条规定，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由“警务督察和法制、警令指挥、警务保障、政工人事、教育训练、新闻宣传及执法办案等部门”所构成，该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有“负责协调督办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案件，受理调查相关民警的申请申诉，为受到侵犯的民警提供救济、恢复名誉、挽回损失”等；且根据该规定第17条的规定，“对于民警行为是否属于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以及执法是否存在过错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应当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专家组进行审查，出具书面论证意见，作为公安机关内部责任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在此项工作中很容易形成“有利于执法民警”的思维定势或工作立场；相比之下，执法过错问责则非其职责所在。但是，根据《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第13条的规定，“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由人事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处分，也即无论是执法过错问责还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都可能有共同的内设机构如“人事部门”或“法制部门”[footnoteRef:35]等的参与，由于职能上的冲突，会导致这些内设机构角色上的冲突，如作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的组成机构，倾向对执法警察免于问责；而作为问责实施机构，更倾向对执法警察予以问责。这种角色上的冲突，要么易使其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导致其可能有预设的立场，而当其在同一的组织架构之下运行时，也会消弭其基于本位职能而应有的立场，从而产生履职上的法治困境。 [35:  如《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15条第2款规定：“反映的问题涉及刑事、行政执法业务工作的，由业务主管部门办理；反映的问题涉及执法过错案件的检查和认定的，由法制部门办理；反映的问题涉及单位和民警违法违纪的，由纪委、监察、审计等部门办理；反映的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的，由本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办理。”] 

[bookmark: _Toc106374122][bookmark: _Hlk105076869]四、《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立法改善进路
[bookmark: _Hlk105441075]在不改变立法名称的情况下，《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修改，需要从整体观的视角，遵循不越位、不缺位的基本要求改善规范设计。
[bookmark: _Toc106374123]（一）固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
[bookmark: _Hlk105076859]一部立法的规范内容，需要聚焦于其立法名称所表征的本位功能。《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规范设计，应当有效服务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一本位功能，并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调适增加相应的规范内容，全方位架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维护路径，以化解现行立法的缺位短板。
首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应当明确规定“民警执法权威”的法治含义，将“执法权威”回归到公众对执法警察基于信任而服从的进路上来，并将“强制”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且适度淡化“强制”色彩。“透过一个个法律名词，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法律制度、体系，以及原则、观念等基本内涵，以及其对社会的巨大作用”，[footnoteRef:36]“执法权威”含义的科学厘定，对该规定的修改必将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其次，应当注重良好执法标准的设定。标准是法律规则的重要贯彻实施方式，[footnoteRef:37]良好执法标准的设定，不仅可以为警察执法提供一种方向指引，也可以为公众对警察执法的信任和服从提供一种可以观察和理解的基础。良好执法标准的建构，不仅应当注重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基准作用，更应当注重比例原则、效率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的应用。而将良好执法标准予以公开，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降低执法警察的个人责任风险，[footnoteRef:38]并有助于抵御外部的不当干预。[footnoteRef:39]再次，建构起系统科学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规范体系。应当通过立法上的调整，设定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工作原则，如合法、及时、有效等；设立精干的组织机构，避免或削减内设机构职能交叉的情形；明确民警执法权威受到侵犯的情形，特别是从警察本体的视角，区分警察能够自行维护其执法权威的情形和警察无法自行维护其执法权威的情形；配置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法治化手段，如警力增援、装备配置、维权正名等；理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程序，如启动条件、运行流程、期限要求等。最后，基于立法设定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法定义务，为承担相关职责的公安机关、部门或责任人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尽管责任能力主要是一种被动的能力，但“责任能力也蕴含着拥有并行使积极权利的能力”，[footnoteRef:40]有助于相关组织、个人积极推进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工作。 [36:  何勤华等著：《法律名词的起源（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  [37:  参见[法]莫里斯·奥里乌著：《法源：权力、秩序和自由》，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3页。]  [38:  参见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39:  史全增：《论作为行政裁量统制手段的行政规则——以警察武力使用裁量规则为重点》，《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0:  [英]尼尔·麦考密克著：《法律制度：对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说》，陈锐、王琳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 

[bookmark: _Toc106374124]（二）调减立法中的越位条款
[bookmark: _Hlk104664407]《执法过错问责规定》是专门的问责立法，警察执法过错问责领域的主要事项应当由其承担，而不宜由《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越位调整。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主要是面向外部公众的，但现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涉及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的责任追究，由此导致立法内容的越位偏差。
[bookmark: _Hlk106373465][bookmark: _Hlk105940885][bookmark: _Hlk105080720]根据立法的本位功能，应当调减《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的越位条款：（1）《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的问责条款，应当转由《执法过错问责规定》承担，并根据内容的匹配性进行条款的调整。如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15～19条以及第22～23条等的内容予以删减融合，其中，与《执法过错问责规定》重合的内容可以直接予以删除，而《执法过错问责规定》中缺失的内容可以由其予以吸收。（2）设定执法过错问责的概括条款。《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规范设计应当服务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但基于立法体例的完整性，又需要对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中涉及的执法过错问责事项通过概括性条款的方式予以嵌入转承，以实现对《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适用指引功能。（3）删减权利救济条款。执法权威与权利救济是两类不同的事项，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来源于公职关系的履职保障，公安机关对民警执法权威的维护是其本位职责；而民警的权利救济则属于私权的范围，民警基于私人的地位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寻求救济以及如何寻求救济。但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有较大的篇幅调整受侵害民警及其近亲属的权利救济，不仅间接扩张了该规定中的执法过错问责条款，也易使专职问责的内设机构出现角色上的冲突。因此，应当将涉及权利救济特别是私权救济的越位条款从该规定中予以删减或浓缩为一条，并将权利救济内容由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承担。（4）删减外部法律责任追究条款。《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在其第9条第3款[footnoteRef:41]规定了“公安机关办理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时适用回避制度的基础上，第9条第1款又规定了“行为人实施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该规定第10条还规定了违法行为人对民警或其近亲属实施的“恐吓威胁、滋事骚扰、尾随跟踪”或者侵犯“人身、财产”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这些内容与“执法权威”关联不大，不宜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全面体现，以避免立法的越位或无效重复。 [41: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9条第3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适用《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关于回避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6374125]（三）配置法治资源支持制度
 “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执法面临事项的复杂性、艰巨性，每个公安机关都需要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以提升其行动效率”。[footnoteRef:42]为了实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有效衔接，同样需要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配置法治资源支持制度。而从行政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讲，行政规则指引与典型案例指导可以作为法治资源支持的主要装置。 [42:  欧元军: 《论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定位》，《公安学研究》2019 年第 6 期。] 

[bookmark: _Hlk104630043]行政规则作为行政的一种自我拘束手段，主要对“行政的内部关系”具有拘束力，对于外部关系中的私人权利义务则没有直接影响，且行政规则（与法规命令的情况不同）是不需要法律依据的，[footnoteRef:43]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中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相对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抽象性，以及司法的事后性和消极性，“行政规则具有形成的成本低、普遍适用性、灵活性等特点，并能够有效融合其他统制手段，乃至为其他统制手段的适用提供制度抓手，可以说在行政统制的各类手段中居于核心地位”。[footnoteRef:44]公安机关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以及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实践中遇到障碍时，有权机关可以通过及时制定行政规则的形式，为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的指导。有权机关也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则，总结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及其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经验教训。因此，有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实践需要，及时建构相应的行政规则，调整指引实践的走向。[footnoteRef:45]如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之后，公安部印发《关于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公法制〔2021〕2303号），为公安机关如何适用新行政处罚法提出明确的要求，并专门强调了“整治突出执法问题”等重点内容，对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43:  参见[日]藤田宙靖著：《日本行政法入门》，杨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44:  史全增：《论作为行政裁量统制手段的行政规则——以警察武力使用裁量规则为重点》，《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5:  参见[德]Eberhard Schmidt-Aβmann著：《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陈英钤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21页。] 

[bookmark: _Hlk104629941][bookmark: _Hlk105080928]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中也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根据典型案例的指向不同，可以分为正面指导案例和负面典型案例两类。其中，正面指导案例，是指那些能够合法有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实务中存在疑难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筛选，明确标识其示范点并将其上升为指导案例，从而为之后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及其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实践提供有效指引。例如，通过指导案例揭示“民警执法权威”的含义，明确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情形以及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手段选择等，从而实现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功能。负面典型案例，是指那些在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或与执法过错问责衔接的工作中存在违法或不当情形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明确其存在的失误及问责情况，从而提供一种警示。例如，通过对“民警执法权威”的错误认知、不当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运行流程、违法的维护手段等的揭示，警示相关人员不再犯同样的错误。[footnoteRef:46]需要指出的是，负面典型案例更多指出存在的问题，突出了警示性，但如何更好改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及其与执法过错问责的衔接则不是其关注的要点，由此，显著不同于正面指导案例的示范性。 [46:  参见史全增、解源源：《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理论反思与矫治——以公安行政执法为重点》，《公安学研究》2020年第2期。] 



[bookmark: _Toc106374126]结 语
任何一部立法，都应当从其立法名称确定其本位功能，规范设计应当从法体系的整体视角出发，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因对“民警执法权威”概念过于宽泛的理解，导致《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了民警执法权威，并设立了比例过大的执法过错问责条款和权利救济条款，从而使该规定偏离了其本位功能。因此，在立法名称不做实质修改的情况下，《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的立法改善应当严守其本位功能，削减与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关联度不大的条款，并为立法的良好实施设定法治资源支持制度，以更好实现与《执法过错问责规定》的规范衔接及实施，并为改善公安机关内部行政和外部行政的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制助力。



